
美国政治研究中的抽样调查方法
①

任莉颖

〔内容提要〕抽样调查是研究美国政治的重要观测工具。自 19 世纪末

至今，美国政治研究中的抽样调查从起源、发展，到 21 世纪以来遇到挑战。

面对概率抽样调查覆盖误差增大、应答率下降和成本上升，非概率抽样调查

的兴起，以及来自大数据的竞争等问题，抽样调查研究者们不断创新，正在

探索响应式调查设计，非概率样本的统计推断，以及与大数据结合应用等方

法。本文采用总调查误差的框架，从测量误差、覆盖误差、无应答误差和调

整误差四个方面分析了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民调失灵的原因。概率抽

样调查、非概率抽样调查和大数据各有自己的主要应用场域，未来的发展中

三种数据采集手段会相互校验、融合使用，而高质量的概率抽样调查是衡量

非概率抽样调查或大数据质量的参照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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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是研究美国政治的重要观测工具，其作用堪比望远镜之于天文学，显微

镜之于生物学。② 抽样调查有两种应用形式，一是设计相对简单，题量较少，时效性

强的民意调查( polling) ，常被媒体和政党用来搜集民众想法，反映民众意愿; 另一是

设计相对复杂，题量较大，实施时间也较长的学术或政策调查，被政治学者们用在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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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政治现象的影响机制，比较各国之间的异同，分析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等深入的研究

上。

当然，抽样调查方法不仅仅应用于政治学，在任何一个学科研究中，只要涉及观

察人群特征或个人组成单位( 如家庭、机构、企业等) 的群体特征，抽样调查都可以成

为合适的工具。抽样调查的优势在于不必调查群体中的所有个体，而是概率选取部

分个体构成调查样本，通过对这些调查样本特征的分析获知群体的特征。①

本文聚焦抽样调查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对抽样调查自 19世纪

末至今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借助总调查误差框架分析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民调

失灵现象的原因，并对抽样调查近年来遇到的挑战、对策及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一 抽样调查的发展历程

《公共舆论季刊》(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又译《民意季刊》) 是美国抽样调查

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期刊，在其创刊 50 周年( 1987) 和 75 周年( 2011) 之际，分别出

版过两期专刊，请抽样调查领域的资深学者撰写文章，从多个方面回顾抽样调查的历

史、审视其现状，并预测其将来。1987 年，第一本关于抽样调查发展史的专著出版，

作者琼·康弗斯( Jean Converse) 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时任密歇根大学社会

抽样调查研究中心( Survey Ｒesearch Center，SＲC) 底特律地区研究( Detroit Area Stud-

y) ②项目负责人。她以抽样调查实践者的内部视角和亲身经历记述了抽样调查从

1890年到 1960年的扎根、成形的发展历程。③ 也许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2011年，美

国著名抽样调查专家、时任美国人口普查局主任的罗伯特·格罗夫斯 ( Ｒobert

Groves) 教授在文章中将抽样调查发展历史的第一个分界点界定在 1960 年，而把第

二个分界点界定在 1990年。④ 本文按照格罗夫斯的分段方法，把抽样调查的发展历

史划为发轫期、发展期和迷失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进行评析。

( 一) 1890年至 1960 年，抽样调查发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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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是一种相对于普查的方法创新。普查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六

千多年前的巴比伦，主要目的是清点管辖区域内的人口并掌握他们的基本信息。普

查长期以来在美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美国的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

院的议员议席按照每州两名的方式分配，而众议院的议员议席则是根据各州的人口

数分配。

然而，普查并非易事，耗时、耗资、耗力，各国要成立专业的统计部门来实施这项

工作，于是承担这项繁重工作的人想出“偷懒”的方法也是自然而然。这些人中就有

挪威中央统计局主任安德斯·凯( Anders Kaier) ，他早在 1897年出版了一份报告，首

次提出了用代表性样本代替普查所有人口的做法。他提出的做法类似于配额抽样，

是依据一些辅助信息有目的地选取一个“平衡”的样本，而该样本的各方面特征可以

反映出普查的人群特征。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想法，①安德斯·凯不屈不挠地到

处宣传，却四处碰壁。尽管政府部门对这一方法持谨慎态度，商业调查公司却乐于接

受省时、省力、省钱的创新。于是 1936 年美国大选年发生了抽样调查史上一个里程

碑式的事件。大选年预测总统竞选结果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热点，当时久负盛名的

《读者文摘》( Ｒeader＇s Digest) 杂志邀请其大量读者参与调查，曾经在 1916 年到 1932

年间成功预测当选的总统。在 1936 年的调查中，《读者文摘》收到了 240 万名读者

的应答，统计结果显示阿尔夫·兰登将胜出。盖洛普公司( Gallup) 采用配额抽样的

方法，仅根据很少样本的调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当年大选结果如盖洛普公司预

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这个事件在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影响到政府和

学术界，代表性样本的思想开始生根发芽。

抽样调查史上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 1934 年著名统计学家耶日·内曼

( Jerzy Neyman) 关于概率抽样论文的发表。这篇文章论证并提供了从样本推断到总

体的方法及基于大样本的置信区间估计，为概率抽选代表性样本奠定了理论基础。

学者们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完善概率抽样的步骤，并测试方法的有效性。

在美国测试这一方法最佳的环境就是总统竞选，终于在 1948 年的总统选举中，概率

抽样的方法击败盖洛普的配额抽样方法，成功预测杜鲁门获胜。这一事件引起了美

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 Council) 的重视，提出民意调查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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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佳技术提高准确性的建议。① 这一建议结束了一段时期以来配额抽样与概率抽

样之争，概率抽样成为美国公认的最优调查方法。

与此同时，问卷标准化提问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们为

此做出巨大贡献。调查是社会学者常用的研究手段，特别是在 19世纪末的社会改良

运动中，诸多社会学者走入伦敦的贫民窟，匹兹堡的工人区等地通过访谈收集了丰富

的信息。这些学者对访谈方法既有信心又有经验。然而，当一些商业或私营调查机

构想做大量的访问时，聘用的往往是缺乏训练的新手，而研究者发现提问用语和方式

对于态度性问题影响尤大，于是他们设计了统一的标准化问题，要求访员严格按照问

卷文字提问。在态度性问题的设计上，研究者们开始借鉴心理学上的赋值方法，但又

觉得那种赋值方法过于烦琐。1929 年，伦西斯·利克特( Ｒensis Likert) 在他的博士

论文中使用了一种单个问题加上分程度答案的形式，简化了态度性问题的测量，这种

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 40年代到 60年代是美国抽样调查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数据采

集手段以访员面对面访问和邮寄问卷自填为主，应答率普遍在 70%以上，而且无应

答的主要原因是接触不到受访者，而非被拒绝访问。那时访员通常由退休妇女或照

顾孩子的专职妈妈承担，她们既有很好的资历，又有对调查的热情。同时，这一时期

抽样调查数量较少，人们对此还有较大的新鲜感。②

这一阶段也见证了知名抽样调查专业机构和研究协会的诞生。1941 年，国家民

意研究中心( National Opinion Ｒesearch Center，NOＲC) 在丹佛大学创办，后来由于创

办者哈里·菲尔德( Harry Field) 的意外去世，该中心由克莱德·哈特( Clyde Hart) 接

任而在 1947年转到芝加哥大学。1946 年，密歇根大学抽样调查中心在利克特的领

导下组建。两个机构后来分别承担了美国两个重要的抽样调查项目，一个是社会学

的综合社会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GSS) ，另一个是政治学的美国全国选举调查
(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ANES) 。1947 年，在哈里·菲尔德的倡议下，一

些致力于民意研究的抽样调查先锋创办了美国民意研究协会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Ｒesearch，AAPOＲ) ，并于次年出版发行了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的

专业杂志《公共舆论季刊》。

回顾这一阶段，从凯到内曼，从乔治·盖洛普( George Gallup) 到利克特，这些人

物对抽样调查从无到有、从被拒绝到被接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抽样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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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热情也源于社会关怀，相信自己在为营造更好的社会创造有用的工具。如盖洛

普在《民主的脉搏》一书中提出通过抽样调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利克特也曾针对

当时新政集权化的形势下政府官员远离民众，提出通过抽样调查了解民意的解决

方案。①

( 二) 1960年至 1990年，抽样调查发展期
1987年，“综合社会调查”的创始人詹姆斯·戴维斯( James Davis) 在评论康弗斯

的《美国抽样调查:扎根发芽，1890～1960》一书时，提出他期望的下一部著作题为《抽

样调查 1960～1990:大寒潮》。②戴维斯这一论断有些过早，在 1960 年至 1990 年的 30

年里，抽样调查虽然度过了蜜月期的火热，但相比 1990年以后，还只是渐生寒意。

在这一阶段，技术促进了抽样调查的突飞猛进。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抽样调

查最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定义明确、无遗漏无重复的抽样框。对于家庭调查来说，抽样

框就是一个完备的家庭列表。如果出现遗漏，则会有人或家庭没有机会被访问到
( 称之为覆盖误差) ，这会严重影响到抽样调查的代表性。美国早期抽样调查的家庭

列表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地理区域( 如行政单位、普查地区划分等) 内的住户名单

或住址列表;二是商业公司编辑的电话号码簿中的住宅电话号码。在住宅电话未能

完全普及时，第二种来源的抽样框显然会有严重的覆盖误差。因此，“黄金时代”的

高质量抽样调查仅采用第一种方法建构抽样框，只有一些商业或私营调查机构使用

住宅电话号码组织访问。

20世纪 60年代末，美国住宅电话得到了普及。由于使用住宅电话号码建构抽

样框效率高，费用低而得到越来越多调查机构的青睐。在没有统计理论支撑的情况

下，政府和学术调查往往采取观望的态度，而调查统计学家们则有巨大的压力为这一

实践赋以合理性。一种建立在概率抽样理论上的电话号码随机抽样的方式诞生了。

这种方法考虑美国电话号码的构成，前六位数字对应特定的地理区域，于是随机生成

后四位号码，实现电话号码的随机抽选。同时计算机技术也有了进步，并开始应用在

电话访问上，被称为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

这一时期调查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问题用语和问卷结构等方

面的测试中，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是密歇根大学霍华德·舒曼( Howard Schu-

man) 教授，他利用在抽样调查中嵌入随机分组的实验方法( 称为调查实验) ，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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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顺序①、开放或封闭的答案选项设计②、态度问题中设立中间选项③等做法对受访

者应答的影响。

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和研究基金会投入了大量资金用来支持抽样调查，多个

全国大规模纵贯追踪调查都是在这一时期启动的。如 1968 年的“收入动态追踪调

查”、1969年“全国教育进展评估”、1972 年“综合社会调查”，以及 1973 年“全国刑

事犯罪调查”( 后改名为“全国刑事犯罪受害者调查”) 等。政治学领域的大型调查也

不胜枚举，如“五国公民文化研究”( 1969) 、“欧洲晴雨表调查”( 1970) 、“国际社会调

查项目”( 1985) 等。有学者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在 1984 年批准资助 131 个家庭或个

人调查项目，涉及受访者 264．7万人; 1989 年批准资助 162 个家庭或个人调查项目，

涉及受访者 264．8万人。④

抽样调查为了解大规模民众或群体的态度及变化打开了大门，成为用政治事实

阐释政治科学的重要工具。⑤ 与早期盖洛普对于抽样调查与民主关系的乐观态度不

同，这一时期政治研究者们深深被抽样调查中的一些发现所困扰。美国式民主制度

标榜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公众是如何参与政治及通过投票选择执政方成为政治

学研究者们最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在发轫时期末，已经有学者指出选民在投票时

对竞选各方的政策观点并不了解，⑥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菲利普·康弗斯 ( Philip

Converse) 在 1964年发表的文章《公众信仰体系的本质》(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

in Mass Publics) 所引发的争论延续至今。⑦ 这篇文章记录了公众在政治议题上态度

的分化:一些人受信仰体系所限，观点清晰，且很难改变; 而另一些人则信仰体系不

清，态度不稳定，且随机变化。早期有研究认为这个发现仅体现了 20世纪 50年代的

公众特征，20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特别是在反越南战争的时期内，美国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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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Presser and Susan Mcculloch，“The growth of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ponsored
surveys，1984～2004，”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Vol．40，Issue 4 ( 2011) ，pp．1019～1024．
Henry E． Brady，p．48．
参见 Samuel A． Stouffer，Communism，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
( New York: Doubleday，1955) 。
Philip E． Converse，“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Ｒeprinted in Critic Ｒeview，Vol．18，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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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的知情程度很高。① 然而，到 20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了康弗斯

的观点，进而考虑这种“无态度”( non－attitude) 的情形对于民主质量的影响。争论主
要围绕两条主线，一条是针对“无知的理性”( rational ignorance ) ，认为吸收并储存信
息的成本大于收益时，选民的“无知”是理性选择的后果，但是选民们在做投票决定
时用认知捷径来弥补其信息的不足; ②另一条主线接受个人层面的无知，但是所有选

民作为一个整体却显示出“聚合理性”③。2006 年，《评论家评论》( Critic Ｒeview) 杂
志组织论坛并出版专刊，十几位资深政治学者著文评论康弗斯 1964 年的这篇文章，

康弗斯本人也做了回应。由此可见，康弗斯的早期发现对美国政治研究影响深远。④

当美国政治学者们在为丰富的研究数据欢欣鼓舞时，一个现象引起了抽样调查

者们的注意，就是受访者的应答率在下降。概率抽样理论的假定是所有样本都被调
查到，早期抽样调查的高应答率使得调查统计学家们没有为此担忧。于是，此时调查
者们最想证实的是:无应答现象是否已在抽样调查中普遍出现，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

这一现象。无应答研究成为抽样调查下一个时期的重点。

总的来看，抽样调查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 30 年里巩固了其在社会科
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虽然已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如应答率的下降和调查成

本的上升，但忧患主要来自内部。然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科技的进步带来
了外部的挑战，抽样调查一时迷失了方向。
( 三) 1990年至今，抽样调查迷失期
不幸的是，调查者们的研究发现全球的抽样调查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应答率下

降的趋势，直接原因是受访者拒绝接受访问的比例增加，⑤而社会资本下降是造成这

一现象的重要社会原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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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应答率的计算方式多样，常常会造成不同调查项目之间无法比较。因此美

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在 1998年出版了《标准化定义:抽样调查案例代码的最终配置

与结果率》，①制定了统一的应答率计算标准。调查者们努力寻找办法来提高应答

率，他们尝试了培训访员转化拒访的技巧、调配不同特征的访员，提升受访者的酬金

等方法，然而这些措施不但没有改变应答率下降的趋势，反而使调查成本越来越高。

技术进步加剧了抽样调查的困境，甚至导致了抽样调查的退步。移动电话普及

后，一些家庭不再安装使用住宅固定电话，造成原有的基于住宅电话的抽样框出现严

重的覆盖误差。然而对于移动电话，一个家庭可能不仅只有一个号码，甚至一个人也

可能拥有多个号码，而且移动电话和居住区域之间不是完全对应，因此，仅依靠移动

电话号码建构抽样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这时，严谨的抽样调查不得不退回到

基于邮递系统的住址列表来选取代表性调查样本，无力承担昂贵调查费用的商业调

查公司在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问卷调查，这种调查属于最为传统的受访者

自填调查模式，类似于早期邮寄问卷调查。与纸版问卷相比，网络问卷问题形式更为

丰富，不仅包括文字性问题，也可以插入音频、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网页上可以

设定问题的跳问路径、弹出问题的帮助信息，以降低在没有访员引导情况下可能出现

的填答错误;网络问卷还可以随机设定问题或选项的顺序，避免顺序效应带来的测量

误差。然而，这种调查模式的致命弱点是无法确定抽样框。政府或学术调查会从邮

政地址列表中抽取代表性样本，将网络调查的链接通过邮件发送给选中的家庭，然后

采用电话或真人到访的方式进行补访。一些商业调查公司则走上了当年《读者文

摘》的老路，在网站上推送链接，网民自愿参与调查。还有一些调查公司建设网络调

查样本库，主动招募网络调查的志愿者，登记他们的基本社会人口信息，然后采用配

额抽样的方法发送调查链接。2010年，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宣布尽管这样的样本库有

一些用处，“当研究目标是为了精确地估计总体参数值时，研究者应该避免使用在线

非概率样本库”。此外，在网络调查自制( DIY) 工具的辅助下，似乎人人可以做调查，

抽样调查的专业化被漠视，抽样设计被忽略，测量设计上也鱼目混珠，抽样调查被

“游戏化”或“娱乐化”。② 抽样调查统计学家们又遇到和当年电话调查普及时同样

的压力，就是如何为这种非概率抽样的网络调查提供理论支持，于是非概率抽样调查

的统计推断问题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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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复兴”是调查实验，就是通过把调查样本随机分配到实

验组和对照组，将实验设计嵌入抽样调查中。① 如前所述，这一方法早就被应用在抽

样调查方法的比较研究中。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相比，调查实验的被试( 样本) 是概

率抽选，在概率论的支持下可以将实验结果推论到更大的总体( 称之为外部效度) ;

而且被试( 样本) 数量大，同质性低，也提高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 称之为内部效度) 。

当经济学的触角伸入抽样调查中，用调查数据分析因果机制成为重要的需求。政治

学者们在这方面深受影响，当计算机辅助调查的技术得到应用，对样本的随机化分配

成为易事，他们便马上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将调查实验嵌入大型抽样调查中。他们还

发明了一种测量敏感问题态度的实验，称之为列举实验( list experiment) 。这种方法

是将问卷分为两个版本，随机分配给受访者。一个版本的问卷中包括一组有关态度

或行为的常规问题，另一个版本的问卷中同样包括这些问题，但多出一条关于态度或

行为的敏感问题。通过比较两组问题的均值，就可以得出敏感态度或行为的发生比

例。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辛德曼( Paul Sniderman) 是推动将调查实验运用到美国政

治研究中的核心人物。在他自己关于种族偏见与歧视的研究中，调查实验是重要的

研究方法。② 他还申请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NSF) 的资助，创建了社会科学分时实

验室( Time－sharing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TESS) 。社会科学分时实验室

采用一个调查项目搭载多个调查实验的方法，公开征集调查实验的研究计划，并搭建

了拥有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网络调查平台采集调查实验数据。

互联网、物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开辟了数据采集的新阶段。任何电脑、移动设

备或传感器上的操作都可以被机器自动记录、存储或传输，产生了巨大数量的数据，

被称之为“大数据”。大数据给人的感觉是可以记录下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这种情

况下既无须抽样，也无须调查，数据已经在那里了。一时间，抽样调查仿佛遇到了
“灭顶之灾”。然而，大数据这个巨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也有诸多羁绊。一是大数据

并非是理想中的总体数据，总是有一些人会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这些设备或网络之

外，不同的人被机器捕捉到数据的概率不同且不知。与非概率抽样的网络调查数据

相似，大数据虽在规模上取胜，但同样不能推论总体;二是大数据是有机产生的，或称

“有机数据”，③数据量虽大，但信息含量低，噪音干扰多，数据处理不易。对于研究者

来说属于“二手数据”，如果不清楚数据产生的机制，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三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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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非公共资源，大多掌握在商业公司或私营机构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谋利的私

有财产，而无意于帮助理解社会。虽然如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大数据获取相对容易，

成本也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这一阶段，抽样调查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分别是:第一，应答率的下降及调查成

本的上升;第二，非概率抽样调查的死灰复燃;第三，大数据的横空出世。抽样调查研

究者们没有姑息待命，下部分将重点介绍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二 抽样调查的新探索

最糟糕的是，我们越是哀叹我们的营养食谱日益被忽视，快餐就越被生产、消费，

甚至被誉为未来时代的美食。事实上，我们一些最有经验的厨师正在不知疲倦地工

作，以保持我们悠久的烹饪技能，而其他人在为快速烹饪的比赛做准备。

———孟晓犁①

美国著名华裔统计学家孟晓犁借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抽样调查所处的境地。的

确，一批献身于抽样调查的研究者们正在致力维护抽样调查的声誉，开发适应现时代

特征的应用策略，以保证抽样调查数据的质量。与此同时，他们积极面对新的形势，

顺应历史潮流，探索非概率抽样调查统计推断的可能性以及与大数据的互利互惠。

( 一) 概率抽样调查的自救:响应式调查设计

虽然可以简单地认为，抽样调查应答率低，概率抽样就不能保证提供对于总体特

征参数的无偏估计，但是应答率低到何种程度才能破坏推断的有效性却一直没有明

确答案。抽样调查应答率的降低促使调查研究者们不得不认真考察无应答率与无应

答偏差的关系。格罗夫斯在 2006年和 2008年两次发表论文证明无应答率和无应答

偏差没有直接联系。如他和同事利用 59项研究中的 959个估计值进行分析，发现无

应答率与这些估计值偏差相关系数仅在 0．20左右，只有在调查变量与应答倾向高度

相关的情况下，无应答率才会影响到无应答误差。因此，同一个调查内的不同变量的

无应答误差是不同的。② 美国抽样调查专家迈克尔·布里克( Michael Brick) 和罗杰
·图兰吉( Ｒoger Tourangeau) 利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把这些估计值偏差

按照所属研究进行汇总时，可以发现无应答率与无应答偏差在调查之间存在较强的

·39·美国政治研究中的抽样调查方法

①

②

Xiaoli Meng，p．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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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也就是说，较高应答率的调查，研究变量的总体偏差相对较低①。

针对越来越多的家庭或个人不愿意参与抽样调查，格罗夫斯等利用计算机辅助

调查能够获取并及时提供关于调查过程的数据 ( 称之为并行数据) 的便利，在 2006

年提出了“响应式调查设计”( responsive survey design) 的思路，其基本框架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②:

预先确定一组可能会影响到调查成本和误差的设计特性;

针对设计特性，确定一套测量成本和误差属性的指标，并在数据采集的最初阶段

监测这些指标;

在权衡成本和误差得失的基础上，在后续阶段改变设计特性;

将不同阶段的数据组合成最终的数据集。

研究者们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一个研究取向是在调查开始，根据抽

样框或其他关于样本的辅助数据，对不同的人群总体分派不同的调查操作指示，这种

方法也被称为“适应式调查设计”( adaptive survey design) ，有别于在调查开始后基于

前一阶段的情况进行修改的响应式设计。另一个研究取向是不再划分为独立的阶

段，而是在全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这种做法被称作“动态调查设计”( dynamic

survey design) 。③

这些设计共同关注的四个元素是:设计特性、辅助数据、质量和成本的测量指标，

以及质量－成本的优化。④ 辅助数据是测量指标设计的基础。按照所利用的辅助数

据，这些指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应答率，仅依据受访者是否应答即可计算;第二

类指标除了应答率，还加入了抽样框数据和并行数据，如 Ｒ指标( Ｒ indicator) 和分组

应答率的变异系数; 第三类指标比第二类指标又增添了调查数据，如缺失信息率

等。⑤ 其中，Ｒ指标尝试采用模型的方法来预测受访者的应答倾向，⑥对辅助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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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质量要求更高。如联系记录和访员观察等并行数据极易产生测量误差，会减

弱他们与调查变量或受访者应答倾向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抽样调查研究者们通过真实的项目、实验或仿真模拟对响应式调查设计的效果

进行评估。总览这些研究，图兰吉等人得出以下结论①:

第一，调查方案的重大变化( 如更短的问卷、更大的激励措施或转为面访) ，与简

单坚持一贯的数据采集方案相比，更有可能减少无应答偏差。但是，在调查预算不断

缩减的时代，所有调查都很难减少无应答偏差。

第二，尽管许多尝试使用倾向模型来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但是无论是提高应答

率还是对降低应答倾向的变异，收获甚微。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 ( 1) 受当时的调查

环境所限，取得显著进展的难度较大; ( 2) 辅助变量对于应答倾向的预测力不足，导

致倾向模型对于数据采集没有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 3) 即使模型准确地预测了应

答倾向，实地执行时不一定选择了有效的干预措施; ( 4) 即使选择了有效的干预措

施，却不能有效地监控访员忠实地执行指令。

第三，相比依据同样的辅助变量对调查数据进行事后加权，在数据采集时利用响

应式调查设计实现样本的平衡不仅有助于降低偏差，还可以减少加权对调查估计值

方差的影响。

响应式调查设计被认为是现代抽样调查的核心技术。为此，密歇根大学抽样调

查中心设置了专门的暑期培训课程，用以推广这个技术在美国及全球抽样调查实践

中的应用。

( 二) 非概率抽样调查的希望:统计推断

研究者们一边努力寻找挽救概率抽样调查的良方，一边重新审视死灰复燃的非

概率抽样调查。2011年，美国民意研究协会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由美国国内知

名抽样调查专家组成，“研究在何种情况下，不使用概率样本的各种调查设计仍可用

于推断更大的总体”。②

这里的“推断”指的是“统计推断”，用工作组给出的定义是:对总体特征进行估

计，并且对这些估计的可靠性提供某种度量的一组程序。这组程序要基于理论和明

确的假设，那些没有理论基础而收集数据并做出估计的方法不能用作统计推断。例

如街角拦访、网上自愿参与的方便抽样( convenience sampling) 调查在进行估计时如

果没有任何基于理论的调整，是与统计推断无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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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概率抽样被孟晓犁比喻为“快餐”，能快速满足人的需要，但含有对人体有害

的成分。这些“有害的成分”表现为: ( 1) 有部分人被排除在调查之外，导致严重的覆

盖误差; ( 2) 受访者自愿参与，导致自我选择的偏差; ( 3) 高水平的无应答率。虽然在

网络和大数据时代，非概率抽样调查可以在短时间内采集到大量的数据，然而也无法

降低对总体估计值的偏差。孟晓犁提出，估计值的偏差是三个部分数值的乘积:第一

部分是数据质量测量，表现为研究变量 X 与样本应答指标 Ｒ 的相关系数; 第二部分

是数据数量测量，表现为( N－n) /n 的平方根，其中 N 是总体规模，n 是样本规模; 第

三部分是问题难度测量，采用 X的标准差。由此可见，首先，估计值偏差并非是样本

规模的函数，而是样本规模与总体规模比值的函数; 其次，样本相对规模对估计值偏

差的影响会同时受到质量测量和难度测量的制约。因此，在没有考虑数据质量的情

况下，样本量的大小不能决定估计值的准确程度，反而会出现“大数据悖论”，即“数

据越多，我们越容易欺骗自己”( the more the data，the surer we fool ourselves) 。①

提升非概率抽样调查的数据质量是让这一方法获得新生的唯一希望。在抽样调

查中，利用样本估计进行统计推断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分别是基于设计的估计和基于

模型的估计。概率抽样调查属于基于设计的估计方法，随机化抽样设计保证每个样

本的入选概率是可知的，入选概率的倒数就是样本的权重，在估计时通过权重把样本

还原为总体，从而实现统计推断的功能。基于模型的推断将抽样调查中的有限总体

视为特定形式的超总体的一次随机实现，数据产生的机制可以通过超总体模型加以

刻画，利用抽样调查获取的样本观测数据进行拟合，对没有观测到的变量值进行预

测，从而实现对总体的统计推断。②

对于非概率抽样调查，没有一个严格的随机化抽样设计，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干预

实现“准随机化”( quasi－randomization) 。第一个方法是计算出样本的伪包含概率
( pseudo－inclusion probability) ，转化为权重，用来纠正选择偏差。具体做法是选取一

个供参考的调查( reference survey) ，可以是质量上可信的可公开获取的概率抽样调

查数据集，也可以是调查机构并行实施的概率抽样调查，要求是作为参考的调查要与

非概率抽样调查都含有与研究变量高度相关的协变量。将参考数据集里的样本和自

愿参与调查的样本混合在一起，根据共同的协变量拟合模型来预测作为非概率样本

的概率，转换为伪权重。如果只需要对非概率样本进行分析，则使用这个伪权重; 如

果概率样本和非概率样本合并使用，还需对伪权重和概率样本的权重进行标准化，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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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合并后的权重之和接近总体规模。①

第二个方法是样本匹配( sampling match) 。样本匹配的重点也是选择参考数据

源，将非概率样本的背景特征与目标总体进行匹配。参考数据源可以是普查数据，也

可以是推断目标总体的高质量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传统的配额抽样就是一种简单

的样本匹配。这种方法从普查数据中选取一些社会人口属性，如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等变量作为协变量，然后根据这些协变量的交互分层来分配样本，实现样本在这

些协变量上的构成与总体相似。样本匹配方法的关键是要找到和研究变量相关的协

变量，然而不同的研究主题，相关的协变量不尽一致，而且协变量的数量也可能是多

个。于是，研究者开发出用倾向值进行匹配的方法。具体做法是从参考数据源中抽

取一个随机样本，这个样本可以看作推断目标总体的概率样本，这个概率样本需包含

和研究变量相关的重要的协变量信息。然后，根据这些协变量，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

法，从非概率样本中选取匹配样本。最后，利用匹配样本的调查数据实现对总体的估

计。也就是说，通过匹配的方法，使匹配样本与概率选取的目标样本有相似的性质，

因此可以根据匹配样本对目标总体进行推断。②

第三个方法是链接跟踪网络抽样方法( link－tracing network sampling) ，适用于有

社会联系的没有可得抽样框的特殊人群的抽样。如应答者驱动抽样 ( Ｒ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具体做法类似滚雪球抽样，也是通过前一个应

答者来招募下一个受访者，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对于招募的路径及每个应答者招募的

人数有所限定，并且利用统计方法进行评估，直至达到某种“均衡”即可结束调查。

这种方法在满足一些假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取接近概率抽样的样本。但在实际中这些

假定很难得到满足，即使得到满足了，估计值的方差也可能相当高。③

上述三种方法都是基于设计的估计思路，是从总体选择样本，通过样本来反射总

体;另一种思路是基于模型的估计，不考虑样本的选择机制，而是用样本来预测总体。

模型估计的假定类似抽样调查中数据的随机缺失( Missing at Ｒandom，MAＲ) 机制，

认为在控制住一系列协变量的情况下，样本与非样本在研究变量的特征上是相似的，

因此通过利用样本数据，纳入这些协变量拟合模型，模型的参数可以用来预测非样本

或总体的特征。常见的例子就是事后的校准权重，如采用普查数据中的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等变量构建的分层( poststratification) 或倾斜( raking) 权重。最新的方法

则是通过建构回归模型、倾向值模型，或多层次回归模型，以及采用贝叶斯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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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esian Analysis) 来估计总体参数。这些方法也可以应用在概率抽样调查中，用于

处理覆盖误差或无应答误差导致的估计偏差。

那么，如何判断哪种方法更好呢?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方法专家安德

鲁·默瑟( Andrew Mercer) 等认为抽样调查的估计偏差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互换性
( exchangeability) ，含义是观测的样本与没有观测的样本是可以互换的，或者是有条

件的互换，也就是说可以实现二者在研究变量上的表现无差异;二是正概性( positivi-

ty) ，意思是每一个观测的样本都是正概率入选，不存在总体中的某一个群体从观测

的样本中完全缺失;三是组成性( Composition) ，就是观测的样本分布与目标总体相匹

配，或者通过调整后匹配①。如配额抽样或事后倾斜权重仅在组成性上有所改进，对

于其他两个方面没有任何助益。而样本匹配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互换性、

正概性，辅以事后调整权重，也可以改善组成性，因此具有一定的优势。

无论哪种方法，最关键的是要获取和研究变量高度相关、测量误差小的协变量，

模型的方法还要求在模型的设定上减少误差。然而，实现这些并非易事，因此非概率

抽样的统计推断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 三) 抽样调查与大数据的互补与互助

大数据成为社会热点后，2015年，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又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来调研大数据的特性及对抽样调查的影响。② 工作组的专家们认为，大数据属于“发

现”的数据，是先出现数据，而后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去“收割”。而调查数据

则属于“制造”的数据，是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先设计，然后按照设计来有控制地采

集数据。由此，大数据的出现带来了研究范式的改变。传统研究范式是从理论到假

设再到数据，最后通过统计检验来验证假设，提出新理论，或修正、扩展原理论。大数

据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转向数据驱动，利用数据量大、数据

颗粒精细的优势来挖掘细节和变量间的相关性。

大数据在对专业人员技能上的要求也与抽样调查有所不同。抽样调查的专业训

练注重抽样和测量的设计，以及在数据采集过程的质量控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总调

查误差为目标。收集到的数据采用结构化方式存储，数据清洗主要包括逻辑性检验、

数据值合理性的查验，以及元数据的修订。后期数据处理包括对变量缺失值的插补、

覆盖误差和无应答误差的调整等。总的来看，前期投入大，技能要求高，后期工作主

要是对前期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弥补。大数据的采集属于“直接收割”，最需要的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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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数据管理技能，在不同的时间点从不同的数据源聚合并形成数据集。收割上来

的数据良莠不分，格式多样，没有统一的结构。这时需要专业人员对数据进行清洗，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统一测度，并形成可供分析的数据库格式。因此，大数据采集的

前期成本低，速度快，但后期数据清洗和加工的工作量巨大。而且由于大数据可以在

网上轻松获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业余数据分析人员数量增长，可能会导致大数据

处理和分析质量的下降，基于数据的结论不可靠。

大数据自身除了具有大量( volume) 、快速( velocity) 和多样( variety) 的特征外，还

具有易变( variability) 、存真( veracity) 和复杂( complexity) 的特征。美国政治学家大

卫·拉泽( David Lazer) 教授等将“谷歌流感趋势”( Google Flu Trend，GFT) 预测失误

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大数据的“狂妄”，认为大数据可以替代传统数据收集和分

析，忽视了基本的测量、建构效度和信度以及数据间的依赖性等问题; 另一是搜索引

擎算法的变动，提出搜索行为不仅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也是由服务提供者培育的。

当谷歌公司为了支持其业务而改变算法，向用户推荐其他内容的搜索，实际上就改变

了数据的生成机制，导致错误的估计。拉泽等还提出用户也有可能改变数据生成机

制，如政治竞选团队和商业公司意识到新闻媒体正在监控社交媒体，他们会使用一些

策略以造成他们的候选人或产品正在流行的假象。还因为数据产权、个人隐私等问

题，大数据很难支撑科学研究的复制( replication) 检验①。相比之下，抽样调查的数据

生成机制稳定、透明，数据可通过共享的方式供其他研究者复制，但调查数据的精细

程度和时效性较弱，在时空动态分析，以及检测复杂的相互作用方面也有较大局限。

因此，抽样调查数据和大数据是两种各具优缺点的研究工具，二者可以在研究内

容上互补，在研究方法上互助。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抽样调查和大数据的发现可以互相激发。如抽样调查中常

会有一些重要的现象或人群，由于数据量小而无法使用常规的统计手段分析，大数据

则可以扩大对这些现象或人群数据的采集，使研究内容上更为全面。大数据也可以

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如研究中运用空间分析的方法，考察州内县级收入分配的聚合

情况，可深入探讨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发现的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的关系。② 另外，大数

据有助于发现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发展的趋势，却常常无法解释这个事件为什么会

发生，或者为什么会偏离某种趋势，这时则需要借助抽样调查的精心设计来探究。随

着大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增加，为更深入理解大数据发现的问题而进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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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调查的需求可能也会随之增长。

在研究方法上，如前所述，基于普查或行政管理的大数据早已应用在抽样框的设

计以及事后的权重调整上，有助于降低抽样调查由于覆盖误差或无应答误差导致的

估计偏差。对于非概率抽样调查，这些数据可以作为重要的协变量，用以准随机化设

计、伪权重的计算和模型估计。此外，一些个体可识别的大数据可以直接和调查数据

链接，如将收入登记数据与关于选举的调查数据相关联，探讨个人财政状况对于选举

决定的影响。①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丰富研究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自报数据的

测量误差，还可以减少调查数据采集的负担。对于个体不可识别但可以分类汇总的

大数据，则可以通过统计值，与调查数据联合建构多层次模型，以满足特定的研究

目的。

抽样调查也将大数据的技术用于提高调查质量和降低调查成本。如利用地理信

息系统( GIS) 建立抽样框，并采用卫星定位系统( GPS) 进行住址抽样，②或基于计算

机辅助调查系统记录的键盘痕迹数据计算单题访问时长，用于纠正访员不合规范的

访问行为，③或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到职业应答的文本编码④等。在响应式调查设计

的执行中，更是需要依靠计算机记录的各种并行数据及大数据的可视化手段来控制

整个数据采集过程。

美国著名抽样调查专家米克·库珀( Mick Couper) 甚至认为，大数据有可能解放

抽样调查。他认为抽样调查的过量和商业化是导致抽样调查应答率下降，拒访率上

升的重要原因。如果大数据可以带来抽样调查的减少，可能意味着完成的调查质量

更高，也会提高抽样调查在受访者心目中的价值⑤。

三 抽样调查失灵了吗?: 以 2016年美国大选民意调查为例

从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抽样调查进入现时代被各种各样的实践问题所困扰，虽

然有强大的概率抽样理论支撑，在现实面前却显得无力回天。那么，抽样调查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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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具还值得信赖吗?

美国大选一直是抽样调查的“试金石”。1936年和 1948年两次美国大选为抽样
调查确立几十年来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机遇。2016年美国大选中再次爆出冷门，民
意调查中一直被看好的希拉里·克林顿败给了唐纳德·特朗普，人们在被选举结果
震惊之余，也对民意调查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美国民意研究协会一直对抽样调查的表现保持高度的关注，早在 2016年春季就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任务是总结当年大选前民调的准确性，审查不同民调方法的差

异，并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评估。大选结束后，这个委员会对在大选前 13 天内进行的
22个全国民意调查和 422个州内民意调查，以及在其他调查数据或实验数据的辅助
下进行了严谨充分的论证，发现有明确证据支持的解释是: ( 1) 部分选民在临近选举
日时改变了之前的选举决定，或从之前的不确定到转向特朗普; ( 2) 在民意调查的样
本中拥有大学学历的选民被过度代表，而低学历的选民代表性不足; ( 3) 与 2012 年
美国总统选举相比，投票的选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部分证据显示，一些民调机构利
用模型预测选民投票的可能性上存在失误。虽然当时最为普遍的说法是一些支持特
朗普的选民没有在民意调查中如实报告，但委员会的多方取证没有支持这一说法。①

对于抽样调查质量的评估，总调查误差( Total Survey Error，TSE) 框架是一个有
效的工具。② 这个框架下，抽样调查的生命历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测量，路径是构
建—测量—应答—修订后的数据; 另一条是代表性，路径是目标总体—抽样框—样
本—受访者—事后权重调整。两条路径汇合，生成调查统计值。在这两条路径上，每
一个阶段或环节都有产生误差的风险。如第一条路径就分别对应着建构效度( 测量
在多大程度上构建了要研究的概念) 、测量误差( 理想的测量和实际的测量之间的差
异) 和过程误差( 对实际测量结果加工成研究数据时造成的偏差) ; 第二条路径则对

应着覆盖误差( 目标总体与抽样框对应的总体之间的差异) 、抽样误差( 从抽样框中
选取部分样本时的统计误差) 、无应答误差( 受访者完全应答的估值与实际不完全应
答的估值之间的差异) 和调整误差( 对样本估值进行事后调整时造成的误差) 。用这
个框架来分析 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民调预测失误，发现主要问题在于抽样调查过程
中的测量误差、覆盖误差、无应答误差和调整误差。
( 一) 测量误差

委员会的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中检验了四个可能的解释，其中两个解释属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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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误差方面的原因。① 一个是选民投票前的临时决定。用于预测的民意调查要在选

举前进行，一般认为，在调查方法同样严谨的情况下，民调的日期离选举日越近，预测

的结果就越准确。这种看法的根据在于选民在接受调查后到真正投票时这段时期内

可能会由于某些事件而改变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说，民意调查采集到的只是应答者

最终投票决定的近似测量。报告引用了一个选举日当天的出口民调( exit polling) 的

研究结果，发现在竞选的最后一周，在选民中出现了明显的有利于特朗普的情形，特

别是在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胜出的那四个州。皮尤研究中心的回访民调也发现有
11%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在投票箱前做出了和选举前不一样的决定。这种临时改变决

定的做法并非是 2016年大选所独有，但之前一般改变想法的人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

候选人之间平均分配，而这个回访调查却发现，在这些改变投票决定的受访者中，转

而选择特朗普的比例比转向克林顿的比例多出 16 个百分点。对于竞争如此激烈的

大选，这个测量误差可能就会决定预测的准确性。

另一个和测量误差相关的解释被称为“害羞的特朗普”( shy Trump) ，指的是支

持特朗普的受访者在民意调查中没有坦诚自己真实的投票决定，从而造成民意调查

获取的是错误的信息。在美国，种族和性别通常是两个具有政治正确色彩的话题，而

在 2016年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被

控有种族和性别上的歧视，所以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出于社会期许或政治正确的原

因不愿意透露真实想法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报告重点从访员效应角度来证

实( 伪) 这个解释。以往的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于一些敏感问题的应答可能会因为对

访员的不信任，或访员的某些特征( 如性别和种族) 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然而，

专家们基于对调查模式的比较和一些调查实验的研究，没有发现支持的证据。他们

也假设如果这个解释成立，同一州内特朗普与共和党参议员在民调预测与实际得票

的差异上会表现不同，这一间接的假设也没有被证实。因此，由于社会期许或政治正

确而导致的测量误差至少是不严重的。

( 二) 覆盖误差

美国大选民调的总体界定上有些复杂，可以分为符合资格的选民总体、登记注册

的选民总体，以及实际投票的选民总体。这三个总体按此顺序排列，后者都是前者的

一个子集，或是一个大数据样本。大选民调的理论目标总体是符合资格的选民总体，

操作化的目标总体是登记注册的选民总体，而统计推断的目标总体则是实际投票的

选民总体。

报告中分析的民意调查主要有六种设计: ( 1) 网络自愿式调查，样本来自调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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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建设的网络调查样本库; ( 2) 电话调查，样本选取基于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的随机

数字拨号( ＲDD) ; ( 3) 电话调查，样本框是各州的选民登记文件; ( 4) 交互式语音系统
( IVＲ) 调查，样本框是各州的选民登记文件; ( 5) 交互式语音系统和电话调查的混合

模式; ( 6) 交互式语音系统和网络调查的混合模式。

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上网和不上网的人之间有系统的差异，网络自愿式调查很

容易将老人、低学历或蓝领劳动者排除在外; 使用固定电话和手机的人群也不一样，

后者一般为年轻人，在种族和民族上较为分化。基于选民登记文件的抽样框要比电

话号码建构的抽样框质量更好，但前者更适用于州内民调，对于全国民调则不易获

取。按照美国联邦法规的规定，交互式语音系统功能只能用于固定电话，而美国大约

一半的成年人没有固定电话。因此，仅采用交互式语音系统方式的州内民调，即使有

选民登记文件作为抽样框，仍会存在严重的覆盖误差，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民调采用交

互式语音系统和电话或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报告中一个意外的发现是，这些仅采用交互式语音系统方式的州内民调在预测

的准确度上最高。推测其原因是由于这些漏掉的手机用户有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或

年轻选民，他们对实际投票的参与率较低，因此漏掉这些特征人群的样本结构反而与

实际投票总体的结构更接近。那些为了弥补这一覆盖误差而补充了网络或电话调查

的民调，反而表现较差。

( 三) 无应答误差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2年的报告，当时电话访问的应答率已经低于 10%。2016

年美国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主要采用访员主导或交互式语音系统形式的电话访问，虽

然应答率不知，但已有许多研究证明在这些民调中低学历的选民代表性不足，而拥有

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选民被过度代表。

如果明确知道无应答样本的特征，一般通过权重调整就可以基本避免估计偏差。

然而，报告中发现大多数的州内民调都没有对教育结构进行事后调整，而在全国性民

调中约有一半做了调整。究其原因，是因为州内民调大多采用州内的选民登记文件

作为抽样框，这些文件中包括了登记选民的年龄、性别、地域分布、党派注册和过往的

投票历史等信息，却唯独漏掉了受教育程度。这些民调在访问时也未能补充受访者

教育程度的信息，致使无法对样本的无应答误差进行纠偏。

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州内的民调以前也没有依据教育程度进行权重调整，却没有

发现大的预测失误。报告发现，2016 年的选民特征与投票选择之间的关系和 2012

年大选时有所不同。出口民调数据显示，在 2012 年无论是全美还是威斯康星、宾夕

法尼亚和密歇根三个“摇摆州”( swing state) ，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对民主党派候选

人的支持呈现 U型关系，即受教育程度低和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都更为支持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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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候选人。但在 2016年的大选，选民受教育程度与对民主党派候选人的支持几乎呈

直线上升关系，即选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样，在 2012 年的

民调中如果不对过度代表的高学历样本和代表性不足的低学历样本进行调整，不会

造成麻烦，因为两个人群在支持方向上比较一致。但在 2016 年的民调中，如果不做

调整，就会带来较大的偏差，这时低学历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将造成过高地估计民主党

候选人的支持率。

报告还查证了另外一种无应答误差的可能，即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地区的选民是

否在民调中代表性不足。逻辑是，如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 13%的美国人生活在坚

定支持特朗普的地区，但民调估计只有 9%的美国人生活在这些地区，这就证明民调

确实系统性地遗漏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受数据所限，报告中仅对电话调查进行了分

析，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设。然而，孟晓犁用“数据缺陷指标”( data

defect index) 来分析这次美国大选前的民调，确实发现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无应答的

概率更高。①

( 四) 调整误差

如前所述，美国大选前的民调统计推断的目标总体是实际投票的选民总体，然而

这一总体也是一个大数据样本，每次大选时不同特征的选民的投票意愿不同，将造成

实际投票的选民总体与登记注册的选民总体有结构性的差异。所以，解释 2016 年美

国大选民调失灵的一个可能的理由就是不同民调在预测当年选民投票的可能性，以

及对调查估计所做的相应调整上出了错误。报告发现不同的民调在可能的选民
( likely voter) 的预测模型设定上各有千秋，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有

证据表明，在几个摇摆州，降低大学及以上学历样本的权重会提升预测的准确性，而

调高非西班牙裔黑人的权重则会降低准确性。虽然大家都意识到需要对民调估计值

进行调整以降低覆盖误差、无应答误差，以及选民投票行为的自选择误差，然而这些

调整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降低偏差的作用却很难判断。

尽管 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民调存在各样误差的隐患，但委员会的报告证实，以

历史标准来衡量，至少全国性的民调整体上看是准确的。2016 年的误差水平不到自
1936年现代民调出现以来全国民调平均误差的一半，也低于 1992 年以来的平均误

差。州内的民调则问题严重些，过高估计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但总的来看，

美国民调不存在对某个党派候选人的系统性偏差。全国和州内民调的趋势线都显

示，在任何一次选举中，民调在党派倾向上是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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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抽样调查的未来

《公共舆论季刊》在 2017年出版特刊，主题为“抽样调查:今天和明天”。在开篇

文章的正文前引用了两位资深调查专家的观点。①

我想我对抽样调查不抱太大希望。你们( 的调查) 降到了 9%的应答率，或者类

似水平? 我只是在我们的工具箱里找不到任何东西能胜过产生这种行为的巨大的社

会力量。

———罗伯特·格罗夫斯②

如果我们认为就一个特定的主题询问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对于其他方法收集

的信息是有价值的补充，我们就必须投入金钱，并做出必要的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

———艾利诺·辛格③

从格罗夫斯和辛格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到抽样调查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抽样调查是该坚守原先的方向，还是应该让步于非概率抽样调查或大数据?

一部分调查研究者还在不懈地努力，想尽各种办法维护抽样调查的质量; 同时，

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原因造成应答率下降，还是政府对抽样调查经费的缩减，都使得抽

样调查不具有持续性。相比之下，非概率抽样调查或大数据虽然成本低、时效快、数

据量大，但数据质量不尽如人意。尽管大多数抽样调查领域的资深学者都认为数据

采集进入一个多工具的时代，但似乎每个工具都不够完美，这会使基于数据分析的量

化研究陷入困境:再完美的模型，如果建立在糟糕的数据上，也没有用处，甚至有害。

笔者认为，研究数据采集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抽样调查、非概率抽样调查

和大数据是这个生态环境中互动的三个主体。

首先，三种数据采集手段短期内会各据一方。与之前一样，在没有扎实的理论支

持下，政府仍然会继续依靠传统的概率抽样调查手段，根据对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的

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因此，主要承接政府项目的维斯塔特( Westat) 等专

业调查机构还在致力于概率抽样调查的研究与实施。④ 非概率抽样调查数据和大数

据的主要用户是商业公司或媒体，主要是服务于自己的业务模型，或用于采集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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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成本低的社会数据。在学术研究上，知名的纵贯调查项目仍是重要的数据资源，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会采用相对认可的新的技术手段。如美国政治学期刊《美国政治

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 在 2019年 10月网上首发的一篇学术论文

中，研究者使用了两种数据来源。两个数据源都是非概率样本，样本量也不大，但是

对这项研究很适用。同时按照要求作者也把所用数据及分析程序公布在哈佛大学的

研究数据存储( dataverse) 网站上，供同行复制或检验研究结果。

其次，三种数据采集手段会互相校验，概率抽样调查仍是衡量非概率抽样调查或

大数据质量的参照基准。因此，培植高质量的抽样调查仍然必不可少。调查研究者

们在执行过程中采用响应式调查设计降低调查误差的同时，也要利用或开发不同的

统计工具，加强对缺失数据的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调查研究者们也需要建立一

种数据质量的度量，供用户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调查，或不同类型的估计值的质量，并

且教育用户该怎样选择数据。如大数据工作组的专家们基于抽样调查的总调查误差

提出了大数据总体误差( Big Data Total Error) 框架①，孟晓犁提出的“数据缺陷指数”

都是潜在的评估工具②。

最后，三种数据采集手段融合使用，将促进不同数据源的组合。美国国家统计委

员会( Committee on National Statistics) 的一个小组已经开展研究，以“促进联邦统计项

目的范式转变，即使用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不同数据源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的普

查、调查或行政记录”。他们认为，抽样调查范式已经衰落，而新的统计需要基于抽

样调查数据和非抽样调查数据的组合。③ 然而，多数据源的组合会遇到诸多障碍，但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抽样调查来说，也许正如库珀所希望的，多种数据采

集工具并存可以减少对抽样调查数量的需求，进而减少对受访者的过度搅扰，转变人

们对于抽样调查的态度，从而将抽样调查做到“少而精”，回归到 1960 年以前的“黄

金时代”。

任莉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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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Lilli Japec et al．，pp．853～855．
Meng Xiaoli，p．693．
Peter V． Miller，p．211．



tions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ave been influenced and promoted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in the post－war world trading system，that is，the in-
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as the
attributes of public good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provid-
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ends on both it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ba-
s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bases，the international in-
stitutional leadership can be grouped into four types: structural leadership，
conservative leadership，radical leadership，and leadership deficit． Differ-
en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have promoted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Focal Topic
Approaches and Development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

Survey Ｒ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
Ｒen Liying ( 84)…………………………………………………………

Survey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observational instrument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 It has quickly developed since it origina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but it confronts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such as growing coverage errors，decreasing re-
sponse rates and increasing costs，non－probability sampling survey＇s rise，
and big data ＇s competition，survey researchers are innovating，proposing
responsive survey design，inventing statistical inferential techniques for non
－probability sampling surveys，and exploring possible joint usage with big
data． Using the total survey error fram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polling ＇ s predication failures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easurement error，coverage error，non － response
error，and adjustment error． It concludes that probability sampling sur-
veys，non－probability sampling survey，and big data have their own do-
mains of applic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search
Su Yusong and Liu Jiangrui ( 107)……………………………………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merican politi-
cal science researc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when the sta-
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was germinated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
search，to the situation where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commonly used in polit-
ical science research，to the current era of big data influenc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have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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